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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事件强度对员工主动行为的双刃剑效应： 

危机领导力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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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  在当今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危机已成为常态。在此背景下, 员工主动行为在组织转危为安甚至化危为机

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尽管危机事件为激发员工主动行为提供了潜在机会, 但组织在危机中也常常面临员工

缺乏主动性的困境。基于此, 本研究整合了威胁−刚性与威胁−弹性假设, 探讨了危机事件强度对员工主动行为的双

刃剑效应以及危机领导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一项实地问卷调查和一项情境实验发现：当危机领导力较高时, 危

机事件强度会通过增强员工认知灵活性来激发其主动行为; 而当危机领导力较低时, 危机事件强度则会通过引发

员工情绪耗竭、限制认知灵活性来抑制其主动行为。本研究从危机领导力视角关注危机事件强度对员工主动行为

的影响, 为危机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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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危机已经成

为组织生活的新常态, 给组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Bennett & Lemoine, 2014)。由于危机情境的复杂

性和不可预测性, 组织传统的指令和控制模式往往

会失效, 导致组织中缺乏明确和具体的行为指导。

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主动行为——即员工自发地做

出改善自我或组织现状的行为——变得至关重要

(Grant & Ashford, 2008; Griffin et al., 2007)。主动行

为促使员工在面对新情况时, 能够自发主动地扩展

和 调 整 自 己 的 角 色 以 适 应 新 的 工 作 需 求 (Parker, 

2000)。当面对危机时, 员工主动行为是个体工作绩

效和韧性的来源(Chen et al., 2021), 也是团队保持

韧性以适应外部挑战的重要基础(Li & Tangirala, 

2022), 更是维持组织生存和适应的关键力量(Raki 

et al., 2021; Wee & Fehr, 2021)。在危机应对中, 员

工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策略往往比高层控制的自上

而下的方法更为有效(Coombs & Holladay, 2005; 

Mitroff, 2005)。因此, 员工主动行为如今已经成为

组织转危为安、甚至化危为机的关键所在。 

然而, 危机事件对员工主动行为的影响呈现出

一种矛盾的关系。一方面, 危机引发了员工消极的

情绪体验, 限制了其认知资源, 使个体在不确定的

环境中选择更保守的反应策略(Staw et al., 1981)。

在面对危机事件时, 员工会本能地规避风险, 依赖

惯常的行动模式 , 其主动探索新方法和解决方案

的意愿也会降低。另一方面, 这种压力和不确定性

也 可 能 激 发 个 体 主 动 寻 求 变 革 的 需 求 (Grant & 

Rothbard, 2013)。面对无法通过既有方法解决的复

杂问题时, 员工可能会主动走出舒适区, 主动识别

问题、寻求机遇以及挑战现状(Griffin et al., 2007)。 

于是, 这种矛盾关系引出了若干亟待回答的关

键问题：在什么情况下, 危机事件会抑制或激发员

工主动行为？这些不同影响如何实现？尽管回答

这些问题有助于组织转危为安、甚至化危为机,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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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相关研究仍十分有限。具体而言, 现有关于

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危机事件对组织层面

的影响(如组织绩效, 组织学习), 并探索组织如何

通 过 体 制 和 机 制 建 设 来 降 低 危 机 的 负 面 影 响

(Bundy et al., 2017; Lampel et al., 2009), 却尚未揭

示组织中的个体在危机事件中所采取的行为策略。

实际上, 危机事件不仅是组织层面的挑战, 同样会

在微观层面上引发员工一系列独特且复杂的反应

(参见 Gregg et al., 2022; Hu et al., 2020)。此外, 尽

管有少量微观层面的研究, 但是大多数探究的是危

机事件对员工个体的负面影响, 包括损害生理健康

和 心 理 健 康 , 引 发 消 极 的 工 作 态 度 和 工 作 行 为

(Brown et al., 2005; Chong et al., 2020; Fu et al., 

2021; Lin et al., 2021; Liu et al., 2021; Pink et al., 

2021), 却很少关注危机中可能蕴含的“机会”因素

以及触发这些“机会”因素的情境条件。值得注意的

是, 个体行为构成了组织行为的微观基础(Felin et 

al., 2015), 而员工主动行为在组织绩效恢复和适应

方面起着重要作用(Li & Tangirala, 2022; Raki et al., 

2021)。因此, 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探究危机中员工

的积极行为反应(Jeong et al., 2022)。 

本研究提出, 在危机事件与员工主动行为的矛

盾关系中, 领导的作用不容忽视(Riggio & Newstead, 

2022; Wu et al., 2021; 郑晓明 等, 2021)。当危机发

生时, 个体往往紧密团结在领导周围, 期待他们采

取行动(Yam et al., 2020)。正如 James 和 Wooten 

(2005)所强调的, “真正给组织带来积极(消极)影响

的并不是危机本身, 而是领导对危机的应对”。因此, 

本研究主要关注危机领导力在危机事件与员工主

动行为之间的作用。危机领导力指的是领导者在危

机中影响追随者以实现预防危机、应对危机和从危

机中成长等目标的行为总和, 主要包括风险监控、

危机担当、共情关切、应势调整和危机反思五类行

为(Riggio & Newstead, 2022; Zhang et al., 2023; 郑

晓明 等, 2021)。相较于其他常态情境下的领导理

论, 危机领导力植根于危机情境, 更关注领导者应

对危机挑战而展现出的行为表现, 强调了领导、员

工 与 情 境 之 间 的 积 极 互 动 (Riggio & Newstead, 

2022)。情境领导的相关研究也指出, 情境塑造了领

导行为并决定了领导有效性(Osborn et al., 2002; 

Vroom & Jago, 2007)。危机情境不仅要求领导者具

备日常管理所需的领导技能, 还要求领导者能够积

极与情境互动, 适应情境的变化, 并从情境中学习

(James et al., 2011)。因此, 危机领导力更聚焦在危

机情境中领导者与员工的互动行为, 在危机情境中

有独特价值(James et al., 2011; Riggio & Newstead, 

2022)。 

基于上述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索危机事件强度

和危机领导力如何共同影响员工主动行为, 为组织

适应危机和管理危机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具体而言, 

本研究整合威胁−刚性(Threat-rigidity)和威胁−弹性

假设(Threat-flexibility)指出, 危机事件对员工主动

行为的影响取决于上级的危机领导力 (Barnett & 

Pratt, 2000; Podsakoff et al., 2023; Staw et al., 

1981)。当危机领导力较低时, 危机事件中的威胁因

素会被放大, 因而危机事件强度会导致员工情绪耗

竭, 降低认知灵活性, 从而使得员工更加偏好保守

的行为方式, 减少主动行为; 当危机领导力较高时, 

危机事件被视为威胁和机会共存。此时, 危机事件

强度会提高员工的认知灵活性 , 进而激发主动行

为。本文进行了一项实地问卷调查(研究 1)和一项

情境模拟实验(研究 2)来验证上述假设。 

1.1  危机事件强度 

危机事件指的是意外发生且具有潜在破坏性

的事件(Bundy et al., 2017; James et al., 2011)。尤其

值得关注的是组织所经历的高破坏性和高紧迫性

事件, 包括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技术危机、

财务丑闻、产品质量问题等(Pearson & Clair, 1998), 

其特点是原因、结果和解决方案都具有不确定性, 

对组织运营带来巨大冲击和影响。事件系统研究指

出, 在研究事件的影响时, 不仅要考虑事件发生与

否 , 还 应 考 虑 事 件 的 基 本 特 征 (Morgeson et al., 

2015), 其中事件强度属性代表了事件所造成的影

响程度(Lin et al., 2021; Wee & Fehr, 2021)。因此, 

本研究在探讨危机事件影响时, 重点考虑事件强度

属性, 主要通过新颖性(事件区别于现状及过往行

为、特征和事件的程度)、颠覆性(事件对常规活动

的颠覆和扰乱程度)和关键性(事件对组织目标实现

的影响程度)这三个特征来衡量(刘东, 刘军, 2017; 

Morgeson et al., 2015)。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某一事

件所造成的影响强度, 反映了该事件情境对个体情

绪反应、认知加工和行为应对的影响程度。 

此外, 尽管组织危机发生在组织层面, 但每个

员工对该事件强度的感知却存在差异(Wee & Fehr, 

2021)。例如同样面对新冠疫情危机, 一些员工可能

会将其视为重要事件(例如, 他们的工作需要全部

转向新的产品和服务), 而另一些员工却对该事件

强度有相对较弱的感知(例如, 他们的工作模式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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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远程办公)。基于此, 本研究拟从个体层面探索

危机事件强度感知对员工主动行为的影响。 

当前, 危机事件对个体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危

机事件的“阴暗面”。具体而言, 部分研究从资源损

耗的视角出发, 着重关注危机事件所带来的资源损

耗特性(Chong et al., 2020); 一些研究则基于压力

视角, 将危机视为一种显著的破坏性压力源(Fu et 

al., 2021; Liu et al., 2021); 还有研究依据恐惧管理

理论, 把危机当作是对生命构成威胁的恐惧源(Hu 

et al., 2020)。这些研究普遍认为, 危机事件会给员

工的身心健康以及工作表现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例

如, 它可能会引发员工的躯体疾病(Trougakos et al., 

2020), 导致负面情绪的产生 , 乃至出现抑郁等心

理健康问题(Brown et al., 2005; Pink et al., 2021)。

此外, 它还可能使员工产生工作不安全感(Lin et al., 

2021), 降低员工的工作投入度和工作绩效(Fu et al., 

2021; Liu et al., 2021), 甚至诱发偏差行为和撤退行

为(Chong et al., 2020; Lin et al., 2021)。然而, 危机

包含了“危险”和“机会”两层意思。虽然有关危机中

的“机会”因素在不同领域的文献中被时常讨论, 但

危机事件对组织中个体行为影响所蕴含的“机会”

因素却常常被忽略。威胁−刚性和威胁−弹性假设不

仅关注了威胁因素对行为的限制(Staw et al., 1981), 

同样承认了威胁因素对弹性行为的激活(Barnett & 

Pratt, 2000), 由此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视角来探讨危

机事件中蕴含的“危险”和“机会”因素对个体行为的

影响。因此, 本文拟整合威胁−刚性假设与威胁−弹

性假设来探究危机事件强度对员工主动行为带来

的双刃剑影响, 并探讨危机领导力在其中的关键调

节作用。 

1.2  威胁−刚性假设与威胁−弹性假设 

威胁−刚性假设认为, 个体在面临威胁时会遭

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其信息处理能力也会受到限制, 

因而倾向于依赖已有的经验, 做出他们最熟悉的行

为反应(Staw et al., 1981)。该理论不仅揭示出个体

在面对威胁时将表现出僵化的行为应对模式, 还对

其内在机制进行了阐释：一方面, 威胁因素会加剧

个体焦虑水平和心理压力 , 导致情绪资源的消耗 , 

使得个体更容易表现出僵化的反应; 另一方面, 威

胁因素削弱了个体对信息的搜索和利用能力, 使其

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信息源和熟悉的解决方案上。

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倾向于遵循已有的惯例和熟练

掌握的实践。基于这一理论, 我们认为, 在危机情

境中, 组织危机事件会对员工构成威胁, 触发员工

负面情绪等压力反应, 使得员工缩小信息搜索和使

用范围(Staw et al., 1981)。由于情绪耗竭和认知受

限, 员工将依赖于惯例和熟练的做法, 较少地表现

出主动行为(Halbesleben & Bowler, 2007)。 

随着这一理论的发展, 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了威

胁−弹性假设, 挑战并补充了威胁−刚性的观点。威

胁−弹性假设认为, 威胁也为个体提供了一个灵活

应对的机会(Barnett & Pratt, 2000)。具体来看, 威胁

通过挑战既有的认知框架, 迫使个体和组织打破旧

有思维模式, 实现认知系统的“解冻”。这种认知解

冻意味着个体必须放弃已有的假设、策略和惯例, 

重新审视现有的信息和环境, 为新的认知结构创造

空间, 从而产生新的解决方案(Barnett & Pratt, 2000; 

Pratt & Barnett, 1997)。威胁−弹性假设为理解危机

事件中的个体行为应对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即

危机事件不仅会导致刚性反应, 也能为解冻固有认

知和激活主动行为提供契机。 

在威胁−刚性和威胁−弹性假设中 , 行为应对

的核心机制在于情绪与认知方面的感受和体验, 即

情 绪 耗 竭 —— 精 疲 力 竭 , 资 源 耗 尽 的 情 绪 体 验

(Belcastro et al., 1983), 与认知灵活性——个体在

给定情境下能够切换不同思维模式, 得出替代方案

的认知能力(Martin & Rubin, 1995)。在威胁−刚性假

设的预测中, 高强度的危机事件会引发个体的情绪

耗竭, 遏制认知灵活性, 从而降低员工的主动行为; 

而在威胁−弹性假设的预测中, 高强度的危机事件

会激活员工的认知灵活性, 进而激发主动行为。那

么, 在面对危机事件时, 个体何时会产生刚性反应, 

何时会产生弹性反应？ 

威胁−刚性与威胁−弹性假设均基于刺激−反应

基本范式(stimulus-response paradigm)。该范式认为, 

外部刺激对个体行为反应的影响取决于其对外部

刺激的预期和认知(Jeong et al., 2022; Plotnick & 

Turoff, 2010; Staw et al., 1981)。当个体感知威胁程

度相对较低且存在解决的可能性时, 他们更倾向于

积极寻求多样化的信息 , 并进行深度的信息加工 , 

采取具有一定风险的弹性行为应对威胁(Sarkar & 

Osiyevskyy, 2018)。而当预期情况不佳, 特别是认

为威胁影响生存时, 个体会减少风险行为, 倾向于

采 取 保 守 和 熟 悉 的 刚 性 策 略 来 保 障 基 本 生 存

(March & Shapira, 1987; 王陵峰 等, 2011)。在危机

情境中, 员工往往会将目光聚焦于领导者身上, 期

待领导者采取行动, 并依赖领导者的行为来理解危

机事件的性质(Isabella, 1990)。领导者不仅通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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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建构”过程影响员工对危机事件的看法, 还决定

了 员 工 应 对 危 机 时 可 用 的 资 源 多 寡 (Riggio & 

Newstead, 2022; Weick, 1993)。因此, 领导者的危机

领导力水平将极大地影响员工对危机事件的理解

和评价, 从而影响其应对方式(Barnett & Pratt, 2000; 

Maitlis & Sonenshein, 2010)。具体到本文情境中, 

员工在经历组织危机事件后往往会感知到资源威

胁, 若此时领导者放大危机中的破坏性因素, 员工

会体验到更强的情绪耗竭并缩减认知范围, 从而表

现出刚性的行为应对; 若领导者引导员工关注危机

中的机会因素, 并将威胁视作一种可以应对的挑战

时, 员工的情绪耗竭水平将会降低, 并且激活认知

灵活性, 进而表现出弹性的行为应对。据此, 本研

究将基于威胁−刚性与威胁−弹性假设 , 关注危机

领导力在危机事件对员工主动行为的影响中的调

节作用。 

1.3  危机领导力的调节作用 

危机领导力被认为是危机情境中领导者影响

追随者以实现预防危机、应对危机和从危机中成长

等目标的行为过程(Collins et al., 2022; Wu et al., 

2021), 表现为风险监控、危机担当、共情关切、应

势调整和危机反思五类行为(Zhang et al., 2023; 郑

晓明 等, 2021)。其中风险监控指的是采用各种策

略来收集信息, 监控潜在风险; 危机担当指的是面

对危机时积极承担责任, 以身作则; 共情关切是指

领导者在危机中理解并关心他人的情感、需求和利

益; 应势调整是指根据情境的变化灵活调整目标和

行动; 危机反思是指分析并反思危机应对经验, 从

中寻求发展机会(James & Wooten, 2005; König et 

al., 2020; Riggio & Newstead, 2022)。本研究沿用已

有研究关于危机领导力的多维观点, 认为危机领导

力将重构员工对危机事件的认知, 进而影响其对于

危机的应对行为。具体而言, 本研究认为高水平的

危机领导力将减弱危机事件中威胁因素的负面影

响, 强化员工对机会因素的认知, 进而影响危机中

员工的情绪状态和认知能力。 

首先, 通过对风险信息的掌控, 领导者能够将

关键线索与过往经验结合起来, 构建对危机事件的

基本认知(Weick, 1993)。这种认知有助于领导识别

和传达潜在风险, 使员工了解危机的关键信息, 认

为危机是可控的, 从而减轻对威胁的感知, 并增强

对潜在机会的识别(Maitlis & Sonenshein, 2010; 郑

晓明 等, 2021)。反之, 若风险监控不充分, 员工可

能会因为缺乏信息而对危机中的威胁因素产生过

度关注, 进而忽视可能存在的机会。 

其次, 领导者在危机中主动承担责任能使员工

感到有强有力的领导在带领他们度过危机(James & 

Wooten, 2005)。这时, 员工会以更积极的态度来面

对危机带来的挑战, 更加专注于寻找解决方案和机

会, 而不是被威胁因素所压倒。相反, 如果领导者

在危机中表现得犹豫不决或推卸责任, 这会加剧员

工的无助感和焦虑感(Boswell et al., 2004), 致使其

更多地关注危机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再次, 通过展现对员工情感和需求的理解和关

怀 , 领导者可以有效缓解危机造成的恐惧和不安

(Koehn, 2020)。负面情绪通常使员工对环境中的威

胁信息更加敏感, 导致他们更多地关注危机的破坏

性影响(Mogg & Bradley, 1998)。而领导者的情感支

持不仅能缓解这些情绪, 还能引导员工以更理性的

方式看待危机, 辩证地看待危机中的威胁与机会。

相反, 如果领导者忽视了员工的情感需求, 员工可

能会感到被孤立。这种孤立感会加剧他们对危机中

威胁因素的关注 , 并降低他们对潜在机会的识别

能力。 

此外, 当领导者根据危机情境的变化明确战略

目标并调整行动计划时, 员工会感受到组织在应对

危机时的 方 向感和灵 活 性。Schakel 和 Wolbers 

(2021)指出, 快速响应组织常常需要在不同的组织

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以应对危机的不同发展阶段。

在这种情境下, 领导者的明确指引和灵活应对能帮

助员工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增强其克服危机

的信心 , 并引导他们将注意力从威胁转向识别和

利用机会。相反, 如果领导者在危机中缺乏明确的

目标或采取僵化的策略 , 员工可能会感到组织在

危机中迷失方向 , 这不仅会加剧他们对危机中威

胁因素的感知 , 还会削弱他们对潜在机会的关注

和利用能力。 

最后 , 领导者在危机过程中积极反思和寻找

发展机会的行为 , 不仅能帮助员工从危机中看到

可能的积极结果 , 还能引导他们将危机视为一种

成长的契机, 进而建立一种“压力增强” (stress-is- 

enhancing)的心态(James & Wooten, 2011)。这种心

态使员工能更好地应对威胁带来的挑战, 并从挑战

中获得成长(Crum et al., 2013)。相反, 缺乏危机反

思的领导者可能使得员工忽视危机中蕴含的机会, 

难以激发其积极的应对态度。 

如上所述, 危机领导力的行为组合能帮助员工

重新框定对危机事件的认知, 进而对危机事件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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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产 生 的 影 响 发 挥 积 极 的 干 预 作 用 (Oen et al., 

2022)。一方面, 危机领导力有助于减少员工对危机

事件中威胁因素的关注, 从而减轻危机事件可能造

成的压力反应, 即情绪耗竭(Belcastro et al., 1983)。

当员工从领导那里获得应对危机事件所需的安全

感和控制感时, 他们会更倾向于相信危机是可管理

的, 从而降低对威胁的感知(Boswell et al., 2004)。

而威胁感的降低能够缓解员工的心理压力 , 减少

情绪耗竭的发生。因此, 当危机领导力较高时, 危

机事件强度对情绪耗竭的正向影响将被削弱。相

反 , 当危机领导力较低时 , 员工缺乏必要的安全

感。于是 , 他们会更加专注于危机中的威胁因素 , 

感到自己难以控制或应对危机。在这种情况下, 危

机事件强度将显著增强员工的情绪耗竭。综上, 本

研究提出： 

假设 1：危机领导力能调节危机事件强度与情

绪耗竭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当危机领导力较低

时, 危机事件强度正向增强情绪耗竭; 当危机领导

力较高时, 危机事件强度对情绪耗竭的正向影响将

被削弱。 

另一方面, 危机领导力有助于帮助员工识别危

机事件中的机会因素, 从而改变危机事件对员工认

知 思 维 的 影 响 , 即 认 知 灵 活 性 (Martin & Rubin, 

1995)。在更高水平的危机领导力下, 员工更有可能

将危机视为具有挑战性的机会而不是破坏性的威

胁(Boswell et al., 2004)。这种积极的认知转变使得

员工在面对危机时更容易跳脱出已有的思维框架

(Jeong et al., 2022), 从而扩展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广

度, 表现出更高的认知灵活性。相反, 在低危机领

导力水平下, 员工更倾向于关注危机中的威胁因素

而忽视其中可能的机会, 从而限制了认知灵活性。

因此, 本研究提出： 

假设 2：危机领导力能调节危机事件强度与认

知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当危机领导力较低

时, 危机事件强度负向影响认知灵活性; 当危机领

导力较高时, 危机事件强度正向增强认知灵活性。 

1.4  危机事件强度对员工主动行为的间接影响 

结合威胁−刚性和威胁−弹性假设 , 本研究进

一步提出, 员工在危机中的情绪和认知状态会影响

其主动行为。当个体因危机事件而产生情绪耗竭时, 

其往往会选择保守的行为决策(Staw et al., 1981)。

情绪耗竭是一种心理资源耗尽的状态, 表现为极度

的疲劳和无力感, 阻碍了员工主动采取积极行动的

能力。已有研究也发现, 情绪耗竭对个体任务绩效

和主动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Halbesleben & 

Bowler, 2007)。当员工的情绪耗竭水平升高时, 他

们更倾向于依赖既有的惯例和熟练的做法, 表现出

保守、刚性的行为反应, 从而抑制其主动行为的产

生。因此, 结合假设 1, 本研究提出： 

假设 3：危机领导力能调节危机事件强度通过

情绪耗竭对员工主动行为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具体

而言, 当危机领导力较低时, 危机事件强度通过正

向增强情绪耗竭抑制员工主动行为; 当危机领导力

较高时, 危机事件强度通过情绪耗竭对员工主动行

为的影响将被削弱。 

当个体因危机事件而拓展认知灵活性时, 其更

有可能选择适应性的主动行为。认知灵活性高的个

体会积极寻求与其观点相反的信息 (Wheeless & 

Schrodt, 2001), 对 新 信 息 和 想 法 持 开 放 态 度

(Martin et al., 2011), 并更倾向采取与不断变化的

环境相适应的策略(Kiss et al., 2020)。在危机情境中, 

高认知灵活性的个体所具备的开放性态度和多样

化问题解决思维使他们能将新的环境需求和已有

的工作实践结合起来, 识别新的改进机会, 并愿意

积极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换句话说, 认知灵活性

高的个体既具备“能做”主动行为的能力, 又有“愿

意做”主动行为的动机, 从而更可能表现出主动行

为。相反, 认知灵活性低的个体倾向于固守熟悉的

行动方案以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 抑制了其主动行

为的产生。因此, 结合假设 2, 本研究提出： 

假设 4：危机领导力能调节危机事件强度通过

认知灵活性对员工主动行为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具

体而言, 当危机领导力较低时, 危机事件强度通过

负向影响认知灵活性来抑制员工主动行为; 当危机

领导力较高时, 危机事件强度通过增强认知灵活性

来激活员工主动行为。 

1.5  研究概览 

为检验上述假设, 本文设计了两项研究：(1)研

究 1 为一项“多来源−多时点”的实地问卷调查 , 目

的 是 基 于 真 实 危 机 情 境 检 验 本 研 究 的 理 论 模 型 , 

提升外部效度 ; (2)研究 2 为一项预注册的情境模

拟实验 , 目的是检验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 复制研

究 1 得到的结果, 并增强内部效度。本研究的研究

数 据 和 研 究 材 料 均 可 通 过 开 放 科 学 网 站 获 取

(https://osf.io/8t239/?view_only = 7b0d0daea55543d3 

b1576978b9a51a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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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 1：实地问卷调查 

2.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于 2022 年 3 月至 5 月期间在一家全国

性的教育培训集团进行了实地数据收集。在这一时

期, 由于奥密克戎毒株的广泛传播, 新冠疫情表现

出新的特征, 威胁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 该集团

分布在全国 21 个城市的分支机构均面临不同程度

的危机。疫情导致的直接影响包括客户需求的变

化、线下课程的中断和员工生命健康的威胁, 这些

因素交织在一起对各层级管理者提出了巨大的挑

战。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情境。 

为避免同源偏差, 本研究采用多时点多来源的

样本数据收集方法。参考过往危机事件与员工主动

行为研究, 并结合样本企业实际情况, 本研究选择

以 1 个月作为时间间隔进行数据收集1。具体程序如

下：在集团总部的支持下, 本研究共邀请了该集团

82 个团队的 466 名员工参与三阶段的问卷调研, 并

获得了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第一阶段(3 月)

邀请被试填写关于危机事件强度和危机领导力水

平的问卷, 共回收 426 份; 一个月后(4 月), 邀请被

试提供关于情绪耗竭和认知灵活性的数据, 共回收

400 份; 再一个月后(5 月), 邀请上级领导者提供关

于被试主动行为的数据, 共回收 80 位领导提供的

384 份对员工的评价。将三阶段数据进行匹配之后, 

得到来自于 340 名员工、80 名领导, 包含 80 个团

队的有效问卷共计 340 份, 有效回收率为 72.9%。

在员工样本中, 男性占比 80.9%, 平均年龄为 29.94

岁 (SD = 3.90), 受 教 育 程 度 以 本 科 为 主 , 占 比

82.1%, 平均工作年限为 3.39 (SD = 2.69)。在领导

样本中, 男性占比 77.5%, 平均年龄为 34.21 岁(SD 

= 4.67), 受教育程度以本科为主, 占比 82.5%; 团

队规模的平均值为 4.25 (SD = 1.24)。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均采用成熟的量表进行测量。若涉及到西

方语境下开发的量表, 本研究均采用严格的翻译−回

译程序来确定中文量表。各个变量均采用 Likert 7 点

量表进行评价(1 = 非常不符合, 7 = 非常符合)。 

                       

1鉴于以往危机情境研究通常采用 2 至 4 周为间隔进行数据收集

(Shao et al., 2021), 且主动行为研究多以 3 至 4 周为间隔(Song 

et al., 2023; 张颖 等, 2022)。在此基础上, 考虑到样本企业在

危机期间以月度为单位进行业务总结, 并在与集团人力资源部

充分沟通后, 研究 1 选择以 1 个月为间隔进行数据收集。 

危机事件强度。本研究使用 Morgeson (2005)、

Morgeson 和 DeRue (2006)等人开发的量表来测量

危机事件的强度属性。具体而言, 危机事件强度由

事件新颖性、颠覆性和关键性三个维度构成, 事件

新颖性和颠覆性量表来源于 Morgeson (2005)的研

究, 各三个题项; 事件关键性量表来源于 Morgeson

和 DeRue (2006)的研究, 为 4 个题项。其中事件新

颖性代表性条目为“应对此轮奥密克戎疫情的方法

是清晰可知的(反向计分)”; 事件关键性代表性条

目为“应对此轮奥密克戎疫情对于团队的长期成功

是重要的”; 事件颠覆性代表性条目为“此轮奥密克

戎疫情需要我们改变以前的工作方式”; 整个量表

的信度为 0.78。 

危机领导力。本研究使用 Zhang 和 Zheng 等

(2023)开发的五维度 20 个题项的量表来测量员工

感知到危机领导力水平。各个维度均包含 4 个条目, 

其中风险监控代表性条目为“主动关注和搜集环境

变化的信息”; 危机担当代表性条目为“面对危机时, 

身先士卒 , 勇于挺身而出”; 共情关切代表性条目

为“关心他人在危机中的需求”; 应势调整代表性条

目为“根据危机变化情况调整战略目标与相应行动

方案”; 危机反思代表性条目为“反思在危机中暴露

的不足以进行改进”。整个量表的信度为 0.98。尽

管每个人感知到的危机领导力存在差异, 但均受到

领导者实际行为的影响。因此, 本研究将个体层面

数据聚合到团队层面来获取危机领导力的得分。危

机领导力 ICC (1)的值为 0.45, ICC (2)的值为 0.78, 

均达到推荐标准(Bliese, 2000; James, 1982), 因此, 

本研究将危机领导力聚合到团队层面进行分析。 

认知灵活性。本研究使用 Martin 和 Rubin (1995)

开发的 12 题项量表来测量认知灵活性。代表性条

目为：“我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想法”; 

“我乐于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其信度为 0.81。 

情绪耗竭。本研究使用 Belcastro 等(1983)开发

的 9 题项量表测量情绪耗竭。代表性条目为：“我

觉得工作很疲惫”。其信度为 0.96。 

主动行为。本研究使用 Griffin 等(2007)开发的

3 题项量表, 邀请领导者来评价员工的主动行为。

代表性条目为：“该员工提出了更好的方法来完成

核心任务”。其信度为 0.96。 

控制变量。现有文献表明, 性别、学历、年龄

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会影响个人主动行为(Bindl & 

Parker, 2011)。因此, 在个体层面, 本研究控制了员

工性别、学历、年龄、工龄人口统计学变量; 在团



1488 心    理    学    报 第 57 卷 

 

队层面, 本研究控制了领导性别、年龄和团队规模。

同时, 我们还控制了三次数据收集时的危机客观强

度。考虑到数据收集均在月底进行, 我们将“危机客

观强度”操作化为所在城市当月的实际疫情感染人

数, 以此作为衡量危机客观情况的指标进行控制。 

2.3  分析策略 

鉴于数据具有层级嵌套的特性(即 , 员工嵌套

于团队之中), 违反了常规线性回归分析中观测数

据独立性的基本假设(Preacher et al., 2010)。本研究

在 Mplus 软件中使用了多层路径分析进行假设检

验。对于个体层面的预测变量, 本研究进行了组均

值中心化处理, 对于团队层面的预测变量, 本研究

进行了总均值中心化处理, 以便更好地解释跨层调

节效应(Enders & Tofighi, 2007)。同时, 本研究使用

了 Snijders 和 Bosker (1994)提出的公式来计算

pseudo-R2, 进行效应量估计。对于被调节的中介效

应, 本研究在 R 软件中通过蒙特卡洛(Monte Carlo)

进行效应检验。 

2.4  研究结果 

2.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多层次验证性因子分析(MCFA)

来检验主要变量之间的区分性。鉴于我们关注的

5 个潜变量涵盖了众多的测量题项 , 并且我们的

重 点 在 于 识 别 各 变 量 之 间 的 区 分 性 而 非 它 们 的

相关性 , 因此本研究对题项进行了打包处理。依

据 Little 等人(2002)的建议 , 我们对具有多个维

度的变量和题项较多的单维度变量进行了打包。

具体操作为：基于各变量的概念维度 , 将危机事

件强度打包成 3 组 , 危机领导力打包成 5 组。对

于单维度变量中题项数超过 5 个的 , 我们采取平

衡法(Item-to- Construct Balance)进行打包 , 将认

知灵活性和情绪耗竭分别打包成 4 组和 3 组。多

层次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1, 五因子模型对

数 据 的 拟 合 效 果 最 好 (χ2/df = 1.42, RMSEA = 

0.05, TLI = 0.96, CFI = 0.97, SRMR within = 0.06, 

SRMR between = 0.19), 且 显 著 优 于 其 他 备 选 模

型。因此 ,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变量具有良好的区

分效度。  

2.4.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 2 列出了本研究各个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

关分析结果。这些相关结果初步符合本研究提出的

假设。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研究 1) 

模型 χ2 df CFI TLI RMSEA SRMRwithin SRMRbetween 

五因子模型 355.68 250 0.97 0.96 0.05 0.06 0.19 

四因子模型 1 591.89 258 0.90 0.88 0.08 0.13 0.40 

四因子模型 2 825.39 258 0.84 0.81 0.11 0.13 0.43 

三因子模型 1728.19 264 0.58 0.52 0.18 0.17 0.30 

二因子模型 1947.37 268 0.52 0.46 0.19 0.20 0.40 

注：四因子模型 1：将危机事件强度与危机领导力合并为一个因子; 四因子模型 2：将认知灵活性和情绪耗竭合并为一个因子; 三

因子模型; 将认知灵活性、情绪耗竭和主动行为合并为一个因子; 二因子模型：将认知灵活性、情绪耗竭和主动行为合并为一个因

子, 并将危机事件强度与危机领导力合并为一个因子。 
 

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研究 1)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团队层变量(N = 80)                   

1. 危机客观强度(时点 1) 455.39 763.20               

2. 危机客观强度(时点 2) 6646.69 17385.22 0.93**             

3. 危机客观强度(时点 3) 618.41 1311.94 0.91** 0.96**           

4. 团队规模 4.25 1.25 0.24* 0.22* 0.22*         

5. 领导性别 0.23 0.42 0.13 0.06 0.08 0.06       

6. 领导年龄 34.21 4.67 0.12 0.09 0.10 −0.08 −0.10     

7. 危机领导力 5.75 0.92 −0.04 −0.03 −0.12 0.08 0.01 0.03   

个体层变量(N = 340)                   

1. 员工性别 0.19 0.39               

2. 员工学历 3.01 0.59 −0.09             

3. 员工年龄 29.94 3.91 −0.03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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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4. 员工工龄 3.39 2.69 −0.06 0.00 0.41**         

5. 危机事件强度 5.35 0.78 0.08 0.03 0.00 0.04       

6. 情绪耗竭 2.75 1.20 −0.01 −0.05 −0.07 −0.02 0.06     

7. 认知灵活性 5.19 0.71 −0.06 0.12* 0.10 0.08 0.14** −0.44**   

8. 员工主动行为 4.70 1.24 0.11* 0.04 0.00 −0.01 0.11* −0.26** 0.30**

注：* p < 0.05, ** p < 0.01, 均为双尾检验; 性别： 0 = 男性, 1 = 女性; 学历：1 = 高中及以下, 2 = 专科, 3 = 本科, 4 = 硕士及以上; 

M = 均值, SD = 标准差。 

 
2.4.3  假设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所提出的假设, 本研究进行了多层次

路径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假设 1 提出, 危

机领导力调节了危机事件与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 , 危机事件强度与危机领导力的交互项

负向影响员工情绪耗竭(B = −0.46, p < 0.001)。斜率

分析的结果显示(见图 1), 当危机领导力位于低水

平(−1 SD)时, 危机事件强度对情绪耗竭的正向影

响显著(B = 0.68, p < 0.001), 而当危机领导力位于

高水平(+1 SD)时, 危机事件强度与情绪耗竭的关

系不显著(B = −0.17, p = 0.227)。因此, 假设 1 得以

验证。 
 

 
 

图 1  危机领导力对危机事件强度与情绪耗竭关系的调

节效应(研究 1) 

 
假设 2 提出, 危机领导力能调节危机事件强度

与认知灵活性之间的关系。表 3 结果显示, 危机事

件强度与危机领导力的交互项正向影响员工认知

灵活性(B = 0.32, p < 0.001)。斜率分析的结果显示

(见图 2), 当危机领导力位于低水平(−1 SD)时, 危

机 事 件 强 度 对 认 知 灵 活 性 的 负 向 影 响 显 著 (B = 

−0.26, p = 0.033), 当危机领导力位于高水平(+1 SD)

时, 危机事件强度正向影响认知灵活性(B = 0.33, 

p < 0.001)。因此, 假设 2 得以验证。 

表 3  多层次路径分析结果(研究 1) 

变量 情绪耗竭 认知灵活性 员工主动行为

团队层变量       

危机客观强度

(时点 1) 

0.14(0.16) −0.10(0.08) −0.25*(0.12)

危机客观强度

(时点 2) 

−0.11(0.12) 0.09(0.09) 0.24(0.15) 

危机客观强度

(时点 3) 

0.02(0.10) −0.07(0.08) −0.16(0.16) 

团队规模 −0.04(0.05) 0.01(0.03) −0.00(0.07) 

领导性别 −0.04(0.16) 0.02(0.11) 0.14(0.20) 

领导年龄 0.00(0.10) −0.00(0.01) −0.01(0.01) 

危机领导力 −0.15(0.08) 0.12*(0.05)   

个体层变量       

员工性别 −0.09(0.16) −0.04(0.09) 0.30(0.16) 

员工学历 0.09(0.09) 0.00(0.07) −0.04(0.10) 

员工年龄 −0.01(0.02) 0.00(0.01) −0.01(0.01) 

员工工龄 0.00(0.02) 0.01(0.01) −0.01(0.02) 

危机事件强度 0.25*(0.10) 0.03(0.05) 0.05(0.09) 

情绪耗竭     −0.15**(0.05)

认知灵活性     0.30*(0.12)

跨层交互项       

危机事件强度× 

危机领导力 

−0.46**(0.10) 0.32**(0.07)   

Pseudo R2 0.08 0.10 0.09 

注：个体层面 N = 340, 团队层面 N = 80。表中系数均为非标准

化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 * p < 0.05, ** p < 0.01 
 

 
 

图 2  危机领导力对危机事件强度与认知灵活性关系的

调节效应(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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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 进一步提出, 危机领导力能调节危机事

件强度通过情绪耗竭对员工主动性所产生的间接

影响。如表 3 所示, 危机事件强度与危机领导力交

互项显著负向影响情绪耗竭(B = −0.46, p < 0.001), 

且情绪耗竭显著负向影响主动行为(B = −0.15, p = 

0.009)。通过蒙特卡洛方法抽样 20000 次, 分析结

果表 4 显示, 在危机领导力水平较低时, 危机事件

强度会通过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抑制员工主动行

为 (indirect effect = −0.102, 95% CI [−0.204, 

−0.022]); 在危机领导力水平较高时 , 危机事件强

度 对 员 工 主 动 行 为 的 间 接 影 响 不 显 著 (indirect 

effect  = 0.026, 95% CI [−0.015, .075])。因此, 假设

3 得以验证。 

假设 4 提出, 危机领导力调节危机事件强度通

过认知灵活性对员工主动性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如

表 3 所示, 危机事件强度与危机领导力交互项显著

正向影响认知灵活性(B = 0.32, p < 0.001), 且认知

灵 活 性 显 著 正 向 影 响 主 动 行 为 (B = 0.30, p = 

0.017)。表 4 结果显示, 在危机领导力水平较低时, 

危机事件强度通过抑制认知灵活性的中介作用来

阻抑员工主动行为(indirect effect = −0.081, 95% CI 

[−0.199, −0.007]); 在危机领导力水平较高时, 危机

事件强度会通过激活认知灵活性来激发主动行为

(indirect effect = 0.103, 95% CI [.013, .237])。因此, 

假设 4 得以验证。 

2.4.4  补充分析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  参考 Bernerth 和

Aguinis (2016)的建议, 我们在补充分析中移除了

全部控制变量。路径分析结果表明, 危机事件强度

与危机领导力的交互项显著负向影响情绪耗竭(B = 

−0.44, p < 0.001), 显著正向影响认知灵活性(B = 

0.33, p < 0.001), 且情绪耗竭显著负向影响主动行

为(B = −0.14, p = 0.013), 认知灵活性显著正向影响

主动行为(B = 0.30, p = 0.020)。上述结果依然支持

本研究假设。此外, 考虑到数据收集过程中, 东部

某城市的危机客观强度相较于其他城市发生了极

为剧烈的变化, 我们在补充分析中将该城市的样本 

 

移除, 路径分析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危机事件

强度与危机领导力交互项仍然显著负向影响情绪

耗竭(B = −0.46, p < 0.001), 显著正向影响认知灵活

性(B = 0.31, p < 0.001), 这表明研究结果具有一定

的稳健性。 

2.5  研究讨论 

研究 1 在真实危机情境中的问卷调查支持了本

研究的理论模型, 证实了危机领导力在危机事件强

度影响员工主动行为中的重要作用。然而, 由于问

卷调查固有的局限性, 我们无法建立起变量之间的

因果关系。因此, 本文运用情境模拟实验方法开展

了研究 2, 以弥补研究 1 的局限, 提升研究结论的

内部效度。 

3  研究 2：情境模拟实验 

研究 2 旨在实现两个核心目标：其一, 提升研

究的内部效度, 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其二, 通

过重复检验研究一中关于假设 1 与假设 2 的发现, 

旨在增强研究发现的可推广性。该情境模拟实验进

行了预注册(https://aspredicted.org/186_N2G)。 

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使用 G*Power 3.1 (Faul et al., 2009)对

样本量进行估计, 预设存在中等效应量(f = 0.25), 

统计检验力(1 − β) = 0.8, 显著性水平 α = 0.05, 

ANOVA 分析至少需要 128 名参与者。因此, 本研

究于在线数据收集平台(即见数, www.credamo.com)

上招募了 256 名被试。这种数据收集的方式被认为

同样能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数据, 得出的研究结论具

有可靠性(邢志杰 等, 2022)。为了提高数据回收的

质量, 本研究在问卷中添加了 2 个注意力检测题项

来剔除未认真填答的被试。最终, 本研究共回收有

效数据 202 份 , 其中男性占 33.7%, 平均年龄为

32.23 岁(SD = 8.34), 受教育程度以本科为主, 占比

87.6%, 平均工作年限为 8.76 (SD = 7.69)。 

3.2  情境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了 2 (危机事件强度：高 vs.低) × 2 

(危机领导力：高 vs. 低)被试间实验设计, 参与者 

 

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研究 1) 

调节变量 
危机事件强度→情绪耗竭→员工主动行为 危机事件强度→认知灵活性→员工主动行为 

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 

低危机领导力(−1 SD) −0.102 [−0.204, −0.022] −0.081 [−0.199, −0.007] 

高危机领导力(+1 SD) 0.026 [−0.015, 0.075] 0.103 [0.013, 0.237] 

组间差异 0.128 [0.003, 0.249] 0.184 [0.026, 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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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被分配到四个条件之一。研究人员事先向参与

者告知：他们将参与一项关于工作行为的情境模拟

实验, 并需要设想自己是某网络科技公司的 IT 部

门的技术员工。在简单介绍公司和个人的基本情况

后, 参与者将会阅读一段关于危机事件强度和危机

领导力行为的情境操纵材料(见下文)。随后, 被试

需要填写一份调查问卷, 包含了本研究所涉及的操

纵变量(危机事件强度、危机领导力)、核心变量(情

绪耗竭、认知灵活性)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另外, 为

了排除顺序效应, 核心变量的呈现顺序会随机呈现

给被试。即一部分被试先评价认知灵活性, 再评价

情绪耗竭; 另一部分被试评价顺序相反。 

危机事件强度的操纵。本研究通过描述一次网

络攻击事件来对危机事件强度进行操控。相关情境描

述主要是基于事件强度理论量表来进行编写, 反映

了事件强度属性的基本特征(Morgeson et al., 2015)： 

[高/低]危机事件强度情境：你所在的公司突然

遭受一次网络攻击, 这次攻击[使得公司的多项运

营系统基本瘫痪, 中断了全球数百万用户的服务/

没有对公司的运营业务造成影响, 但使得公司的官

方网站暂时无法访问]。总体来说, 此攻击事件对公

司的影响[较大/较小]。这次网络攻击的方法在业界

[极其新颖, 利用了安全专家之前未知的漏洞/有所

耳闻, 类似的漏洞在其他公司也发生过], [甚至改

变了 /基本符合]你们对网络安全防护的认识和做

法。公司内部目前[并不存在/存在]一套标准化的方

法来修复这一漏洞。 

危机领导力的操纵。具体而言, 本研究参照了

以往领导力实验操纵的方法(Van Gils et al., 2015; 

邢志杰 等, 2022), 通过一个短篇故事来描述高(低)

危机领导的两种情境。情境的内容描述主要是基于

危机领导力量表来进行撰写(Zhang et al., 2023), 

其中语句由代表性的测量条目改写而成2。具体内

容如下： 

[高/低]危机领导力情境：你的直接领导叫王建

国。在事件发生时, [他主动搜集相关信息, 保持警

觉, 及时捕捉到了潜在风险的关键线索/他有些措

手不及, 没有监控到这一次网络攻击的风险信息]。

                       

2本研究在 Credamo 平台上招募了 80 名被试进行预测试, 以验

证危机领导力操纵材料的效度。被试随机分配到高危机领导力

组和低危机领导力组。在阅读情境模拟材料后, 参与者使用研

究 1 中的量表评估材料中领导的危机领导力水平。T 检验结果

显示, 高危机领导力组的得分(M = 5.91, SD = 0.40, n = 40)显著

高于低组(M = 1.96, SD = 0.99, n = 40), t (78) = 23.36, p < 0.001, 

Cohen's d = 5.23, 表明该情境模拟材料具有良好的效度。 

身为团队的领头羊 , 王建国[身先士卒 , 敢于承担

决策风险 , 并对工作程序和方法进行灵活调整/并

没有快速站出来, 而是要求员工按照既定程序进行

漏洞修复, 坚持已有的工作方法]。在与团队成员的

互动中, 他[理解团队成员因危机而引发的负面情

绪, 关心每个人在危机中的需求/较少地关注团队

成员的情绪和员工个人的需求]。此外, 他[也不忘

号召大家及时反思总结, 反思在这次事件中暴露的

不足以蕴含的潜在发展机会/认为这次事件没有暴

露组织的不足, 不必要反思其中蕴含发展的机会]。 

3.3  测量工具 

操作检验工具。为了检验危机事件强度操控的

有效性, 本研究参考研究 1 中所使用的事件强度量

表, 选择了 3 个代表性题项来进行检验(α = 0.71)。

为了检验危机领导力操控的有效性, 本研究参考研

究 1 中所使用的危机领导力量表, 选择了 5 个代表

性题项来进行检验(α = 0.98)。 

核心变量的测量工具。为了适应实验描述的危

机情境, 我们对研究 1 中用于测量情绪耗竭和认知

灵活性的量表进行了改编。具体而言, 我们选择了

与情境描述最为契合的题项, 分别选取了 5 个代表

性题项测量情绪耗竭(α = 0.89), 以及 8 个代表性题

项测量认知灵活性(α = 0.84)。上述所有测量均邀请

被试根据当下的感受回答对题项的同意程度(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 

3.4  研究结果 

3.4.1  操控检验 

危机事件强度高组的得分(M = 5.65, SD = 0.90, 

n = 100)显著高于低组(M = 4.39, SD = 1.27, n = 

102), t(200) = 8.03, p < 0.001, Cohen's d = 1.14。危

机领导力高组的得分(M = 6.29, SD = 0.42, n = 100)

显著高于低组 (M = 2.40, SD = 1.46, n = 102), 

t (200) = 25.55, p < 0.001, Cohen's d = 3.62。这说明

研究 2 对变量操纵有效。 

3.4.2  假设检验 

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研究 2) 

变量 M SD 1 2 3 

1. 危机事件强度操纵 0.50 0.50       

2. 危机领导力操纵 0.50 0.50 0.03     

3. 情绪耗竭 4.32 1.38 0.12 −0.54**   

4. 认知灵活性 5.23 0.96 −0.01 0.42** −0.27**

注：N = 202, * p < 0.05, ** p < 0.01, 均为双尾检验; M = 均值, SD 

= 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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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危机事件强度和危机领导力对情绪耗竭和认知灵活性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研究 2) 

中介变量 

低危机事件强度组 高危机事件强度组 F(1, 198) 

低危机 

领导力组 

高危机 

领导力组 

低危机 

领导力组 

高危机 

领导力组 
危机事件强度 危机领导力 交互项 

情绪耗竭 4.70(1.21)  
n = 53 

3.56(1.03)  
n = 49 

5.44(0.87) 
n = 49 

3.57(1.35) 
n = 51 

5.49 * 

(η² = 0.027) 

88.32** 

(η² = 0.308) 

5.11* 

(η² = 0.025) 

认知灵活性 5.05(1.08)  
n = 53 

5.44(0.81)  
n = 49 

4.58(0.93) 
n = 49 

5.84(0.37) 
n = 51 

0.07 

(η² = 0.000) 

47.99** 

(η² = 0.195) 

13.46** 

(η² = 0.064) 

注：N = 202; 表中括号内为标准差; * p < 0.05, ** p < 0.01 

 

本研究基于软件 SPSS 21 进行 2×2 方差分析

(ANOVA)来检验调节效应(假设 1 和 2)。表 6 结果

表明, 危机事件强度与危机领导力对情绪耗竭的交

互作用显著, F(1, 198) = 5.11, p = 0.025, η² = 0.025。

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对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 

绘制了调节效应图(见图 3)。结果表明：当危机领

导力处于低水平时, 高危机事件强度组体验的情绪

耗竭水平(M = 5.44, SD = 0.87)显著高于低组(M = 

4.70, SD = 1.21), F(1, 198) = 10.70, p = 0.001。当危

机领导力处于高水平时, 高危机事件组和低危机事

件组所体验的情绪耗竭差异并不显著, F(1, 198) = 

0.01, p = 0.954。一般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了危

机事件强度与危机领导力交互项与情绪耗竭负相

关(B = −0.76, SE = 0.32, p = 0.024)。据此, 假设 1

得以支持。 
 

 
 

图 3  危机领导力在危机事件强度与情绪耗竭间的调节

作用(研究 2) 
注: 误差线表示标准误, 后图同。 

 
此外, 表 6 结果显示, 危机事件强度与危机领

导力对认知灵活性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 198) = 

13.46, p < 0.000, η² = 0.064。进一步调节效应分析

结果(见图 4)表明：当危机领导力处于低水平时, 高

危机事件强度组的认知灵活性水平(M = 4.58, SD = 

0.93)显著低于低组(M = 5.05, SD = 1.08), F(1, 198) 

= 7.81, p = 0.006。当危机领导力处于高水平时, 高

危机事件组的认知灵活性水平(M = 5.84, SD = 0.37)

显著高于低组(M = 5.44, SD = 0.81), F(1, 198) = 

5.73, p = 0.018。一般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了危

机事件强度与危机领导力交互项与认知灵活性正

相关(B = 0.87, SE = 0.23, p < 0.000)。据此, 假设 2

得以支持。 
 

 
 

图 4  危机领导力在危机事件强度与认知灵活性间的调

节作用(研究 2) 

 
3.5  研究讨论 

研究 2 复制了研究 1 中关于假设 1 和假设 2 的

发现, 进一步提供了支持本研究关键假设因果关系

的证据。然而, 研究 2 结果表明, 危机领导力的主

效应较为显著, 这可能是在操纵低危机领导力组时

使用了较为负面语言所致。操纵检验也发现, 高低

危机领导力组的差异要大于高低危机事件强度组

的差异。此外, 已有研究表明, 在危机情境中, 员

工面临着极大的心理压力, 此时他们更愿意接受变

革型领导者对于危机的解释, 并相信他们有能力提

供新的解决方案(Mumford et al., 2007; Pillai, 2013; 

Zhang et al., 2012)。因此, 考虑到变革型领导在危

机情境中的积极作用, 我们通过补充分析进一步探

究了危机领导力相较于变革型领导的独特价值, 并

得到了相应的验证3。 

                       

3由于篇幅限制, 本文并未报告该补充研究。对此感兴趣的读者

可 以 点 击 以 下 链 接 查 看 该 补 充 研 究 ： https://osf.io/8t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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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体讨论 

4.1  主要结论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危机事件对组织绩效的影

响 , 忽略了探讨员工在面对危机事件时的行为反

应。本研究整合了威胁−刚性和威胁−弹性假设, 探

讨了危机事件影响员工主动行为的边界条件和内

在机制。通过一项实地问卷调查和一项情境模拟实

验, 本研究发现：当危机领导力较低时, 危机事件

强度会增加员工情绪耗竭, 降低其认知灵活性, 进

而抑制员工主动行为; 而当危机领导力较高时, 危

机事件强度会通过激活认知灵活性来促进员工主

动行为。上述结果充分表明危机领导力在危机事件

强度对员工主动行为的影响中的重要作用, 为领导

者如何“于变局中开新局, 于危机中育先机”提供了

参考。 

4.2  理论意义 

首先 , 本研究基于威胁−刚性假设与威胁−弹

性假设探讨了危机事件强度对员工主动行为的双

刃剑影响, 拓展了危机事件影响效应的研究。尽管

学者们已广泛探究了危机事件的影响, 但成果主要

集中在组织层面(如组织绩效和组织学习) (Bundy 

et al., 2017; Lampel et al., 2009; Yu et al., 2008)。而

本研究则聚焦于微观个体层面, 通过揭示危机事件

强度对员工主动行为的影响, 丰富了已有文献。此

外, 虽然当前学界关于危机影响的研究逐渐从组织

层面拓展至个体层面, 但研究主要基于资源损耗、

压 力 等 框 架 关 注 危 机 事 件 对 员 工 的 负 面 影 响

(Chong et al., 2020; Fu et al., 2021; Pink et al., 

2021)。例如, Liu 等(2021)针对医护人员的研究指出, 

新冠疫情强度感知会减少个体的工作投入和工作

重塑行为。然而, 危机事件对员工主动行为的潜在

激发作用却一直没有受到关注(Gregg et al., 2022)。

本研究通过结合威胁−刚性和威胁−弹性假设 , 不

仅揭示了危机事件强度如何通过情绪耗竭抑制员

工主动行为, 还探讨了危机如何通过增强认知灵活

性促进主动行为的展现, 为解读危机事件对员工行

为的复杂效应提供了一个辩证的理论视角。这一发

现不仅弥补了已有研究的不足, 同时也为组织在实

践中如何利用危机作为转型和创新契机提供了理

论基础。 

其次, 本研究通过将危机事件强度的影响关系

 
view_only = 7b0d0daea55543d3b1576978b9a51a48 

与危机领导力相结合, 为明晰危机事件强度对于员

工主动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关键的边界条件, 也进一

步加深了我们对危机领导力在危机管理中作用的

理解。以往危机事件对个体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的

是个体特质的调节作用, 如个体工作意义感(Liu et 

al., 2021)和成长型思维(Jeong et al., 2022)等。尽管

领导者的危机领导力一直被认为是帮助组织应对

危机、指引其安全度过难关的核心(Collins et al., 

2022; James et al., 2011; Wu et al., 2021), 但大部分

研究依赖于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König et al., 2020; 

Riggio & Newstead, 2022), 较少探讨危机领导力在

危机事件对个体行为影响中的作用。本研究基于威

胁−刚性和威胁−弹性假设探究了危机领导力在危

机事件影响过程中的关键角色, 这不仅回应了学者

们对于关注危机领导力的呼吁(James et al., 2011; 

Riggio & Newstead, 2022), 还揭示了危机事件“双

刃剑”效应的边界条件, 探讨了危机领导力如何通

过调节员工的情绪和认知反应, 来有效管理危机事

件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发现不仅为理解危机领导力

在应对危机中的实际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 而且为

危机领导力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应用提供了指导。 

最后 , 本研究通过解释危机事件强度也可能

成为员工主动行为的潜在驱动因素 , 进一步发展

了主动行为的前因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 主动行

为的触发因素主要集中在个体内部因素如动机、能

力和积极情绪(Parker et al., 2010), 以及正面的工

作环境因素, 诸如领导支持和组织文化(Cai et al., 

2019; El Baroudi et al., 2019)。本研究指出, 危机事

件中同样蕴藏着激发员工主动行为的潜力, 将研究

焦点扩展到了外部环境因素, 尤其是在危机这一负

面事件的情境下, 丰富了我们对主动行为激发因素

的认识。 

4.3  实践意义 

本研究深入探讨危机事件强度对员工主动性

行为的双重影响, 并明确了危机领导力在这一影响

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发现有如下管理启示：  

首先, 在危机管理过程中, 管理者不仅需要关

注危机事件对组织的影响, 还需要重视其对员工个

体的影响。有效的危机管理不应仅限于组织层面的

战略规划与宏观应对, 同等重要的是深入理解危机

在微观个体层面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尤其是其对激

发或抑制员工主动性的作用。管理者应当密切关注

员工在危机期间的认知和情绪变化, 力图将危机的

破坏性影响转化为员工的主动行为, 从而促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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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全面和灵活地应对危机挑战, 实现转危为机。 

其次, 管理者需要以辩证的思维审视危机事件

所带来的影响, 不应单纯地将危机视作全然负面的

事件, 而是应当善于从中识别出潜藏的机遇, 具体

而言, 管理者需要探寻恰当的方法, 引导员工将危

机视为挑战性的机遇, 从而激发员工的创新思维和

主动行为。在此过程中, 管理者需积极关注并着力

减轻因危机而产生的情绪耗竭问题, 提供必要的支

援与资源, 帮助员工保持积极态度和主动性。同时, 

管理者还需要留意危机事件所引发的认知灵活性

下降, 积极引导员工思考替代方案, 激发员工的主

动性。 

最后, 管理者应该积极培养并提升自身的危机

领导力。具体而言, 管理者需要主动监控局势的发

展态势, 勇于承担相应责任, 切实关注员工的福利

福祉, 依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目标与策略, 同时鼓

励员工展开深入的反思。通过这些举措, 能够有效

地培养和加强团队的危机应对能力。通过强化危机

领导力, 管理者能够引导组织有效应对危机带来的

挑战, 同时激发并利用员工的主动性, 为组织带来

更大的竞争优势。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但仍然存在局限。 

首先, 尽管采用了情境模拟实验, 本研究在确

立危机事件、危机领导力与员工主动行为之间的因

果关系时仍面临挑战。实验设计中情境设定的真实

性和对心理机制的测量方式可能限制了结论的普适

性。因此, 未来研究需要通过更贴近实地的实验设

计和纵向研究方法, 以进一步增强因果关系, 提供

更为坚实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此外, 考虑到危机情

境的高动态性和易变性,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日

测法来收集高频数据(参考 Hu et al., 2020; Zhu et al., 

2021), 更准确地把握危机事件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其次, 本研究虽然关注了危机事件的破坏性特

点, 但未对危机事件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和分析。危

机事件具有多样性, 可根据其来源(内部 vs. 外部)

和性质(自然 vs. 人为)等维度划分为不同类型, 而

这些不同的危机类型对员工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可能

存在显著差异(Collins et al., 2022)。例如, 内部管理

危机可能更多触及到员工对组织信任和安全感的考

量, 而外部自然灾害可能主要引发生理安全的担忧。

未来研究可以对这些危机类型进行更精细的区分, 

深入探索各类型危机对员工行为的具体影响机制, 

为组织提供更精准的危机应对和员工支持策略。 

再次, 本研究引入危机领导力作为调节变量来

调和威胁−刚性假设和威胁−弹性假设关于危机事

件影响效果的不一致观点。除此之外, 研究者还可

以采用为核心变量划分子维度, 如探讨不同类型危

机事件对员工主动行为的影响, 以及危机事件强度

对员工不同类型主动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如职业主

动行为; 工作主动行为等); 讨论变量之间的曲线

关系, 如探索危机事件强度对员工主动行为是否存

在曲线效应; 和在不同的层次进行研究, 如采用跨

层研究设计, 探讨危机事件强度对员工主动行为的

影响是否在不同层次存在差异化的影响结果等方

式, 来解决和调和理论的不一致(林伟鹏, 冯保艺, 

2022)。 

除此之外, 尽管本研究突显了危机领导力在调

节危机对员工影响中的重要性, 但尚未充分探讨其

背后的具体作用机制。危机领导力可能通过多种方

式影响员工对危机的感知和反应, 包括改变员工对

危机挑战性和阻碍性的评估、提供情境控制感、促

进认知重构等。了解这些机制不仅能帮助领导者采

取更有效的策略激发员工的适应性和创新, 也能促

进组织整体的韧性提升。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危机

领导力的具体行为如何影响员工的情绪、认知和行

为, 为领导力培训和发展提供更具指导性的见解。 

最后, 本研究主要关注了危机领导力在危机事

件强度对员工主动行为影响中的作用, 未来研究可

以进一步探讨其他领导行为的独特价值。尽管本研

究补充讨论了危机领导力与变革型领导的作用, 但

鉴于领导风格的多样性, 不同的领导行为在危机应

对中可能具有独特效用(Collins et al., 2022)。未来

研究可以考虑探讨如魅力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和道

德型领导等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为组织领导力的

发展提供更全面的视角。此外, 还可以从组织结构、

文化及员工个体差异等角度, 研究它们在危机中对

员工行为和组织应对策略的影响。这些研究将为构

建更为有效的危机管理框架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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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crisis event strengths on employee proactivit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risis leadership 

ZHANG Yijie, ZHENG Xiao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In an era marked by volatility, uncertainty,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the probability of crises unfolding 

continues to rise. Employee proactivity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an organization's process of turning crises into 

safer outcomes or even new opportunities. Although crisis events offer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to activate 

employee proactivity, organizations often face the dilemma of employee inactivity during crises. The influence 

of crisis events on employee proactivity exhibits a paradoxical tension. On one hand, crises often induce 

emotional pressure and limit cognitive resources, leading employees to avoid risks and stick to familiar routines. 

On the other hand, crises also spark a drive for change, pushing employees to seek innovative solutions and 

improve existing norms. Based on this contradiction, our study integrated the threat-rigidity and 

threat-flexibility theories, indicating that the crisis event strength has a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n employee 

proactivity, with crisis leadership playing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Our research employed a field survey (Study 1) and a scenario-based experiment (Study 2) to test our 

hypotheses. In Study 1, we gathered multi-wave and multi-source data from a Chinese educational training 

group experiencing a crisis, amassing 340 valid responses. To overcome the causal identification challenges 

inherent in field surveys, we then conducted a scenario experiment (Study 2). Study 2 involved 202 participants 

in an online setting, employing a 2(crisis event strength: high vs. low) x2(crisis leadership: high vs. low) 

experimental design to probe the effe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risis event strength and crisis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This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designs effectively 

enhances both the internal validity and external validity of the conclusions. Results from Studies 1 and 2 

revealed that, under conditions of high crisis leadership, crisis event strength could activate employee 

proactivity by enhancing cognitive flexibility. Conversely, under low crisis leadership, it suppressed proactivity 

through emotional exhaustion.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crisis event strengths on employee proa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sis 

leadership, this research make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 by delving into how crisis events affect 

individual employee behavior, this study offers a micro-level perspective for crisis management studies. Second, 

grounded in the threat-rigidity and threat-flexibility theories, this study elucidat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crisis events can both inhibit and activate employee proactivity, encouraging a dialectical view of crisis 

impacts. Third, by highlighting crisis leadership as a critical boundary condition for the influences of crisis event 

strength, this study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effects of crisis events and the role of crisis 

leadership. Last, this study advances the antecedents of proactivity by proposing that crisis event strength may 

also serve as a potential motivator for employee proactivity. 

Keywords  crisis event strength, employee proactivity, crisis leadership, crisi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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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危机领导力量表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 我的直接领导… 

风险监控 

1. 主动关注和搜集环境变化的信息 

2. 保持警觉, 捕捉潜在风险的关键线索 

3. 识别并解释环境中的异常信号 

4. 对可能发生的环境变化进行提前准备 

危机担当 

5. 面对危机时, 身先士卒, 勇于挺身而出 

6. 面对危机责无旁贷, 用实际行动作出榜样 

7. 应对危机过程中, 敢于承担决策风险 

8. 愿意承担比他人更多的风险和责任 

共情关怀 

9. 理解他人因危机而引发的负面情绪 

10. 关心他人在危机中的需求 

11. 具备同理心, 站在他人的角度来看待危机 

12. 捍卫他人因危机而受损的利益 

应势调整 

13. 持续不断地探索应对危机方案 

14. 在危机决策过程中保持灵活性 

15. 根据危机发展进程明确前进方向 

16. 根据危机变化情况调整战略目标与相应行动方案 

危机反思 

17. 及时反思危机应对行为, 总结经验教训 

18. 反思危机应对经验, 找出相关规律以建立预防机制 

19. 思考危机中蕴含的学习机会 

20. 反思在危机中暴露的不足以进行改进 

 


